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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与当代外交的转型
———基于组织文化理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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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一个重要问题，即在数字时代各国外交

机构如何调整其组织文化才能适应时代要求。如今在确定外交政策

目标的过程中，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外交部门根

深蒂固的组织文化与数字外交的平台、特质、前提假设之间存在矛

盾，各国在处理这些矛盾时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本文建立了一个

用于展现和评估各国外交机构中数字冲突潜在来源的三维框架，并

以美国国务院为案例进行了经验评估。数字化给外交带来了新的文

化特征，其既与传统外交文化有所差异，也孕育了外交组织文化的

融合与创新。不同程度的数字文化体现了外交机构对数字化的接受

和调适程度，同时也推动着外交基因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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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已经完全颠覆了我们的生活。社交媒体无处不在，它在全球通

讯领域引发革命，越来越多的产业和机构因社交媒体而改变。１９９５年，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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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只有不到１％的人口能够使用互联网，如今，这一比例上升到了４０％。

２００５年，全球网民数量达到十亿，而到２０１８年，全球网民数量已经创下四

十亿的新纪录。① 实际上，脸书有多达１６．５亿的活跃注册用户，其中１０．９

亿用户每天都会登录他们的脸书账户。② 谷歌服务器每日要完成３５亿次检

索，推特上每天会有大约５亿条新状态，而一组服务器能支持超过十亿个站

点运转。③２０１７年，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社交网络市场的社交网络用户达

到了５．９６亿，微博用户超过２．８亿，而社交网络用户中的移动用户份额超

过了６５％。而到２０２２年，这一数字还将有很大的提升。④

信息共享、数据传输和网络速度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也给世界政

治带来了重要影响。数字革命强大的变革力量使得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不

得不快速适应这些数字工具。在很多人看来，数字化已经成为外交转型的一

个特殊的阶段和进程，决定了现代外交的走向。“数字化时代”体现的是技

术、社交、经济和政治上复杂的改变。⑤ 有学者直接将数字化时代的外交称

为 “外交３．０版本”。这不只是一个名字、标签或者象征，而是代表了外交

的未来发展方向。⑥ 的确，如果想要在２１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绝大多数国家和组织必须适应数字时代，这一点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外

交领域，情况尤为明显。

数字化给传统外交文化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大多数国家的外交部门在

２１世纪初开始采用 “线上”沟通的方式，并设法相应地调整他们的组织结

构。美国总统特朗普更是被称为 “推特总统”，他对社交媒体的使用给美国

国务院带来了极大的混乱。⑦ 此外，首脑们通过数字工具直接活跃在外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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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不只是传统外交机构面临的唯一 “危机”。在过去十年里，外交机构面临

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文化也不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甚至有

学者断言，“外交部是最古老的国家组织机构之一，往往比较保守、拒绝变

革，因而数字技术带给外交部的挑战是极大的。”① 对于如何利用好这些数字

工具、调整外交部门的组织文化，目前各国外交部门还未达成共识。尽管有

些外交部门将这样的改变视作改革的契机，但对于另一些外交部门来说，这

些改变意味着对外交传统的挑战，它让约定俗成的国际关系准则或外交机构

的自身利益变得岌岌可危。② 因此，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引起了学者和

从业人员的广泛讨论，并引发了各国外交部内部的激烈争论，以寻求如何调

整其内部文化来高效利用这一数字技术。这些争论背后隐藏着一个问题，即

这些数字工具如何影响了外交部门的组织文化，或者说，外交部门在利用这

些数字工具的过程中，它们自身的运转流程和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外交

部门对数字时代的适应将会在何种情况下形成新的组织文化？本文旨在探讨

数字时代外交转型面临的一些挑战，尤其关注数字时代如何引发外交机构组

织内部的文化变革，并分析其衡量的标准和维度，再结合美国国务院的案例

模型进行实证讨论和评估，为未来数字化时代外交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新的

路径。

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与外交转型

英国学者哈罗德·尼科尔森曾对外交方式的演变做出了非常经典的阐

述。在他看来，外交的演变主要经历了希腊罗马外交、意大利式外交、法式

外交和一战后新外交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外交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③ 用

转型标准来衡量，从意大利式外交到法式外交，外交更多的是一种 “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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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是外交理念从欺骗外交到诚信外交的转变。从法式外交到新外交，主

要是从秘密外交向公开外交的转变。而进入全球化时代，外交的转型则更加

彻底。① 无论是从主要理念、规则规范、沟通渠道还是从行为体等各个方面

来看，现代外交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布赖恩·霍金、扬·梅利森等学者

近年来专门提出 “整体外交”（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的分析框架来阐述外交

转型和未来外交发展的方向和趋势。②

在当代外交转型中，数字化已成为最不容忽视的驱动力之一。最近几

年，对数字时代外交的探讨已成为外交学研究的热点。③ 从科学技术对外交

的嵌入视角出发，学术界对于数字时代的外交有各种不同的叙述方式，如

网络 外 交 （ｃｙｂｅ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数 字 外 交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虚 拟 外 交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电子外交 （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或者新媒体外交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然而它们大多数内核较为模糊，缺乏严谨的学术界定，概念之

间的重叠也较大，④ 而这也正体现了学术界对于数字化时代外交转型本质的

不同认识。简单来区分，有学者在与数字外交对比后将网络外交界定为 “利

用外交的方式、外交的思维来解决网络领域产生的种种问题”，而将数字外交

界定为 “用数字化的工具和技术来从事外交工作”，⑤ 或者说是 “国际行为体

（包括国家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外交

事务，以和平方式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行为”。⑥ 而电子外交、新媒体外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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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侧重于外交中电子设备、新媒体等数字化载体的广泛使用。虚拟外交则被

界定为多元化的外交行为体利用影像手段向观众传递观念、制造和传递服务

特殊目的的信息，从而影响、塑造和改变行为体之间以及他们同公众之间的

关系。① 尽管在术语上还未取得共识，但这些新概念的出现反映了数字时代

外交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变化。数字时代的外交可以成为当前外交转型的一种

元叙事，数字化是外交本身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性变化与适应过程中的一

部分。

学界目前研究数字化对外交的影响主要有三种路径：第一是功能主义路

径，关注不同外交行为体对数字化工具的广泛使用。各国外交部门对于数字

化工具的选择、使用范围和特点等都有很大的差异。外交研究基金会在２０１６

年专门对世界范围内将近５０个国家的外交部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进行了统

计，并对比了不同国家的使用率。② 他们将此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外交机构数

字化程度的重要标准，认为这将直接影响国家形象、外交机构的工作效果以

及外交机构的转型程度。从功能主义来看，危机沟通和公共外交是数字化时

代外交转型的典型体现。一方面，各国都开始在危机管理中运用数字外交。③

另一方面，数字外交带有很强的公共外交的属性，这也是外交转型很重要的

一个方面。④

第二是规范主义路径，关注数字化对于外交规范的冲击和重塑。在数字

化时代，外交正在接受不同规范、规则的挑战。⑤ 首先是外交的透明化。外

交主体需要减少对信息流的控制，传统的 “秘密外交”在数字化时代面临着

巨大冲击。其次是外交的扁平化。 “对话的价值”在数字化时代体现得非常

突出。不仅在各国外交部门之间，而且官方行为体和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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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和 “线下”互动也非常重要。再次就是外交的新伦理化。比如，我

们应该如何重新认识主权和 “不干涉内政”等长久以来颠扑不破的外交 “真

理”？近几年来，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国际规则已经反复与数字外交策略产生

冲突，在一些双边关系中，似乎不干涉原则已被 “有责任干预”所取代。从

这个意义上讲，在数字化时代，需要重新评估１９６１年颁布的 《维也纳外交

关系公约》中的部分原则，以适应外交转型的需要。

第三是批判主义路径，强调科技进步和数字化工具的发展并没有改变外

交的本质。批判主义者强调不管外交的形式和手段如何变化，其本质仍是人

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他们更多关注近年来外交僵局的突破与政治领导人

在其中发挥的核心作用，而不是使用数字化工具的结果，① 神经科学在外交

学中的运用成为研究的最前沿。② 这些研究集中在外交中的个体互动，而不

是挖掘外交实施的新技术。当然，也有学者试图弥合 “泛数字化”趋势和传

统外交之间的鸿沟，阐释数字化工具与传统外交结合起来重塑和改革外交的

进程。③

迄今为止，学术界主要从上述三种路径思考数字化给外交带来的冲击和

变化，较少专门讨论数字化时代外交文化的转变。在实践层面，对外政策的

制定者和执行者也大多仍然执着于传统外交的范畴，更多强调数字化的功能

主义效用，集中在对眼花缭乱、层出不穷的社交媒体工具的使用上。实际

上，数字化时代外交转型所引发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导致了前现代、现代和

后现代外交形态并存的局面，形成了超越传统外交的各种机制所构成的网络

体系。真正给外交共同文化带来巨大冲击的是信息和网络技术所引起的时代

变革，这将是一次真正革命性的变化。④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各国外交部门

必须调整根深蒂固的组织文化与数字外交的平台、特质和前提假设之间的张

力，真正迎接数字化外交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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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织文化、数字化与外交机构的调适

“组织文化”这一概念最初发轫于文化理论，且主要用于企业研究。艾

尔维森、丹尼森、哈兰和戈尔泽、哈奇、霍夫斯塔德等学者富有开创性的作

品中对此都有所涉及。① 他们的作品要么涉及社会和组织文化的各个方面，

要么关注与公司实体高度相关的组织中的领导实践。事实上，作为从社会文

化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概念，组织文化已经被学者们研究了几十年，在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更是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最终出现了许多跨学科的分析模型。

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学者和相关从业人员开始认识到理解和加强组织

文化的重要性，他们在研究中指出，关注组织文化是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

一。② 另外，组织文化可以帮助人们探索和理解工作与生活，并能让工作与

生活更有人情味、更有意义。③ 格雷夫斯肯定了组织文化的重要性，并明确

了研究组织文化的组成元素和运作过程的策略，他提出，对于企业来说，文

化是 “将一个公司同另外一个公司区分开来的特质，它会使公司上下运作统

一，还能让公司员工充满信心且更有条不紊地工作”。④

尽管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兴趣在不断增加，但他们对到底什么是企

业的 “组织文化”并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将其定义为人际交往中可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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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规则，① 一些学者则将组织文化定义为一个组织里的主流价值观，② 而

另一些学者则将其定义为一个组织内形成的共识。③ 文化在将看似随机的小

团体统一为实体时，满足了人们寻求归属感和安全感的需求。在小团体中特

立独行可能会带来机遇，追求一致则可能实现安全稳定，而文化实现了二者

间的折中，因此，如果没有认识到组织文化是变革阻力的主要来源，就无法

真正理解组织学习、组织发展和文化变革。此外，认识和评估自身文化的不

足以及自身的文化适应力，是领导层面对的终极挑战，也是其存在的意义

所在。

长期以来，文化的概念不仅在组织行为的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它

在当代外交研究中也有一席之地，其与外交文化本身的关系尤为受重视。在

宏观层面，维斯曼将外交文化定义为：为了改善关系和避免战争，经过数百

年的积累和演变，互相承认的政治实体在往来中形成的用于交际和有代表性

的规范、规则和制度。其主要渊源有：第一，国家的外交实践。④ 第二，编

入国际法中的关于外交实践的谅解和协定，特别是与外交、领事关系相关的

条约，比如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三，传统学者和外交家的回忆录和

著作。比如格老秀斯和卡里埃尔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现代著作，如

《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哈罗德·尼科尔森的 《外交学》和加勒特·马丁利

的 《文艺复兴时代的外交》等。

在微观层面，保罗·夏普尽可能详细地总结了外交文化的具体内涵。夏

普认为，外交文化属于 “小文化”，而不是 “大文化”，因为后者主要体现的

是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生活的方式。⑤ 认可这一框架就意味着我们将会分析重

要时期的外交部门，及其最大限度地提升效率的方法，甚至还有这些时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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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化或反文化主题的定义。夏普认为，这种文化极具辨识度。外交使团的

成员们都视彼此为 “意义非凡的同僚”，他们着装正式，相互之间和对外沟

通的礼仪规范统一，所有成员都心照不宣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因为这是

由本国的政治领袖们界定的———这一切将外交部门的成员们紧密联系在一

起，并让他们对部门效忠。

外交机构开始越来越多地与企业相类比，并效仿企业，而将企业组织文

化的分析框架用于外交机构也顺理成章。在对外交文化的探讨中，夏普适时

地提出，如今外交正在经历一场重大改变，外交文化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

响。外交官们 “被要求掌握企业家应具备的管理技能，这样，越来越多的人

能够得到并利用信息，成功地聚集人力物力资源来实现各种目标。”① 他还提

出，在外交官培训中，外交官们需要模拟扮演给客户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

这和大型组织里的培训没什么区别。夏普认为，这样的培训本身没有问题，

而且或许还很实用，重要的是这些改变是否 “程度太深，以至于现在的大使

无法理解１６世纪的欧洲外交，或者从前的雅典人无法理解今天的外交？”②

显然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不过我们在研究２１世纪的外交文化时，这个

问题可能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在外交部门里，外交文化如何应对

这些变化，而这又将如何影响外交实践？对于后一个问题，人们可以通过分

析数字时代对外交部门整体造成的影响，而不是单从长期变化和历史比较的

角度来亲自考察２１世纪外交文化的演变。

在数字化时代的外交转型中，外交机构首当其冲。然而，原有外交部门

根深蒂固的组织文化与数字技术有天然的冲突。 “数字外交在传统外交部的

官僚结构中很难繁荣发展，它的兴盛需要有一种鼓励建立非正式的工作团

队，拥有创新、改革和不墨守成规的思维。”③ 数字技术的进步给予外交部很

大的变革压力，各国外交部门既需提高能力，深入理解数字技术在外交活动

中的体现和作用，还需要就此制定战略来实现短期和中长期的政策目标。从

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外交机构的组织文化也必须因势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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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外交组织文化的分权模式将从集中化向网络化转变。从１４—１５世

纪的意大利城邦外交开始萌芽，再到之后的法式外交和英国外交时期的外交

理念成熟和实践发展，外交在从内政逐渐剥离的过程中带有越来越强的独立

性，其体现就是外交部的建立、扩大、成熟并成为传统外交体制的核心。科

层化的官僚体制是传统外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外交部为代表的官方外

交机构及其附属机构始终大权在握，成为国家对外事务的唯一主导部门。而

外交官更多地从事 “俱乐部式外交”（ｃｌｕｂ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只与政府官员以及古

怪的商人见面，到处发表演讲。 “他们只有与 ‘俱乐部会员’见面才会感到

舒服，而且重点放在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上。”① 长期以来， “俱乐部文化”

使得政府部门内部缺乏沟通与协调，外交部与其他非政府行为体之间有巨大

的鸿沟。直到今日，许多外交部和外交官还沉湎于原有的 “权力独享”模式

中，难以理解和适应内外环境的迅速变化。

数字化给外交带来了新的 “生态系统”。外交机构需要更好地认识数字

化场景，并迎合科技发展的潮流。数字 “生态系统”鼓励对原有的等级化的

外交权力分配模式进行革新。为了迎合数字技术的挑战，外交机构要放弃其

制度化的中心地位，鼓励与不同行为体进行数字互动，并建立起新的结构性

外交网络。“网络化外交不仅反映了不断增加的决策主体推动下的外交民主

化，而且也是各个社会相互渗透的结果。”② 例如，驻国际组织的外交使团可

以通过紧密的网络化外交，协同试验并发掘多边外交中数字化工具的使用潜

力，并将其和双边外交实践结合起来。而在战乱地区的使领馆可以利用数字

工具分享危机处理的成功经验和最佳实践。在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之间、外

交部同其他部委和非政府行为体之间，已经开始形成网络化的互动模式，逐

渐消解传统外交机构的权力中心地位，并打破了从古至今对于外交高政治

性、保密性和等级性的文化传统。

其次，外交组织文化的决策程序将从标准化向扁平化转变。格雷厄姆·

艾利森引入官僚文化的模型，对外交政策展开了制度层面的分析。他的出发

点是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制度多元主义，而且他尤为关注组织内部因素。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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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府各部门试图维护自己的最大组织利益，并遵循 “标准操作程序”

（ＳｏＰ）来获取信息、提出方案和执行政策。每一个组织都有自己的使命，且

其职能设计既为了完成这些使命，也为了保证组织的日常运转。对此，外交

部也不例外。因此，在提出一个可行的方案时，组织会根据能提升其效率和

业绩的一套程序来工作，而艾利森的模型正是受到这套程序的限制，因此，

他的组织程序模式不强调决策者的理性选择，而是关注组织机构如何遵循固

有的程序以满足决策者的需求。

其中最核心的并且与外交部门采纳数字工具有关的论点是，组织机构在

工作时会遵循已设定的规则和程序，而且鉴于在大型组织 （或政府）中规划

和行动所需的大量资源和时间，领导者们往往依赖于预先制定的计划，因

此，官僚机构极难做出 “不符合”或违反其标准程序的行为。受到时间和资

源的限制，领导人不会考虑哪一个方案可行性最大，而是看到一个能解决问

题的方案就直接拍板。领导人倾向于短时间内不确定性较小的方案，而这正

是如今各国外交部门普遍面临的问题———周围一切都因数字革命在迅速发生

改变，而外交部门还继续坚持他们繁复和谨慎的程序。另外，即便外交部门

真的改变了他们的办事程序，这一模型表明，他们这样做只是出于短期利益

的考虑。这种策略不足以应对长时间且变化莫测的文化变革，可能会导致组

织内部文化冲突不断。

如果例行程序和操作程序限制了组织的行动选择，那么当标准操作程序

受到新的数字实践的挑战时，组织冲突必然出现。例如，当大使馆被卷入一

场政治危机时，不难想象，外交部门处理传统危机的保密要求和人们使用数

字工具导致事件的逐步透明之间会产生冲突。这就要求外交决策向扁平化发

展，也就是减少外交决策的行政管理层次，提高决策的效率和针对性。尤其

是在危机事态下，数字化对外交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① 当然，艾利森在

他的书中验证了外交部门的标准操作程序并不像其他政府部门 （如国防部）

那样严格。实际上，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特定的情况下，外交部门非常愿意

绕过各种传统规则，开始同包括非传统利益相关者在内的行为体进行新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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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互动，① 而这也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网络化外交的意义。

再次，外交组织文化的沟通模式应从传导性向交互性转变。沟通是外交

的实质，决定了其目的和操作方式。因此，在外交的长期演变中，每一个阶

段都明显需要适应并试图塑造沟通模式和信息环境的主要特征。② 早在古希

腊时期，不同的城邦之间努力创造共同的语言，由专门训练的个人以抄写员

的身份记录和传递相关信息，并需要熟知各种礼仪和规则。到了中世纪，各

国频繁派出信使直接进行沟通，减少了信件的传递。而在外交沟通技巧上，

拜占庭则 “坚持间接接触的策略，包括利用拖延战术，避免使用不必要的战

争手段”。③ 从法式外交开始，秘密外交更是成为外交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在此背景下，外交沟通多是自上而下、有选择性和针对性的，这构成了

威尔逊提出 “新外交”的重要动因。然而即便是在 “新外交”提出之后，外

交信息的传导性和外交沟通的单向性仍然成为各国共同接受的文化，当然，

这与外交信息自身的构成特点和敏感性也有关。

而数字化自身的特点则要求外交沟通提高交互性。数字技术的大变革使

众多行为体可以直接获得和运用信息，而不用通过传统的官方渠道。这就要

求外交机构首先要学会倾听，积极跟踪和监控受众在线上的对话倾向，据此

建立热点议题的量化分析模型。此举有助于短期和长期外交目标的确定，提

高外交沟通的针对性和效率。其次外交机构还要主动塑造，而不是被动应

对。利用混合的数字化手段，外交机构可以设定沟通的规则和标准，在外交

议程设置上占据先机。再次，外交机构也要主动适应沟通的交互性。以社交

网络平台为代表的数字工具让通讯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利，让外交信息得以实

时更新，但不可避免地，也让信息准确度有所下降。同时，在过去的外交实

践中，外交官们长期使用正式的外交语言，谈话内容严格保密，而如今人们

让外交官们参与公众讨论，并希望他们可以少些 “外交辞令”，直接回答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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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问题。更大的冲击在于，在虚拟世界中外交机构沟通的对象可能也是虚拟

的。最近的研究表明，大约１５％的推特账户都是机器人而非血肉之躯，而且

这一数字还在不断上升。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外交部越来越多的

沟通对象可能并非人类，如何应对这一趋势对于外交机构来说将是巨大的

挑战。

除了上述三点，传统外交文化与数字化的冲突还与首脑外交的发展直接

相关。随着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外交，传统外交机构在

外交系统中的地位受到了极大挑战，而他们与数字化的结合更是带来了外交

机构的 “去权威化”和 “边缘化”。世界上大部分领导人都拥有自己的社交

媒体账户，并以此与民众进行直接交流。对于民众来说， “直接听到来自领

导人的声音非常重要，同时要保证这些信息是可信的。”① 近年来领导人越来

越多地加入社交媒体，并积极与民众互动，这已成为数字外交的一大趋势，

而这也意味着对传统外交文化的巨大冲击。特朗普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就是典

型的案例。据统计，特朗普的推特有超过３０００万的追随者，仅次于教皇方

济各。而他对社交媒体的运用更是把双刃剑。尽管一方面直接沟通拉近了领

导人同民众的距离，并把外交政策结果公之于众，真正实现了威尔逊所说的

“外交公开化”，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交的合法性赤字。但另一方面，特朗普

的 “推特外交”直接动摇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外交组织文化，大大压缩了美国

外交政策的空间，也使国务院在外交决策中面临着边缘化的危机。 “特朗普

现象”究竟是特例还是会成为惯例，将对外交组织文化带来多大的影响？这

已经成为研究数字化时代外交组织文化转型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三、外交机构数字文化的评测框架

从数字实践和文化转变来看，如果将外交部门接纳数字工具及其附带品

定性为一个政策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衡量变革的剧烈程度，以及由此产生

的外交部门内部文化和组织斗争的潜在可能性。根据霍尔的第一、第二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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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政策变化理论，定义政策变化应考虑变化的剧烈程度。① 由此，克拉克

研究了数字外交是否仅仅意味着现有外交行为模式的数字化，还是在外交部

门接纳数字化的同时，其政策文化或者说部门内部根深蒂固的思想和做法也

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对外交机构数字文化

的评测。数字技术是否只影响了办公手段 （一阶变化），还是影响了政策目

标 （二阶变化），抑或其还影响了行为体借以找到自己赖以生存的更广的社

会、经济和政治背景的行为范式或习以为常的正统思想。②

克拉克的模型与艾利森的不同，艾利森认为标准操作程序规范限制了外

交部门做出决策的组织过程，克拉克的分析则强调外交部门运作背后更大的

政策框架背景。克拉克以加拿大外交、贸易和发展部以及英国外交和联邦事

务部为重点，探讨了这些部门对数字外交理解的矛盾。一方面，官员们声称

数字外交意味着更为深刻的政策变化，同时预示着一种更为网络化、合作化

的国际关系模式的出现。但另一方面，官员们又称，数字外交不过是用数字

工具复制了现有的 “工作方式”。克拉克总结道，在实践中，数字媒体的使用

并不意味着重大政策变化的出现，恰恰相反，每个国家的数字外交战略恰恰

遵循了根深蒂固的政策文化模式，即自上而下并以国家为中心的沟通模式。③

克拉克的研究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数字时代挑战了

外交的许多核心假设，即外交官的工作包括收集信息、提供领事服务和进行

公共宣传，而正是这些功能让外交部的存在和价值合理化，而社交网络在这

些方面都冲击了外交机构原有的组织文化。另一方面，这些潜在的冲突似乎

仅由第一阶变化引发，或许还会发生第二阶的政策变化，但第三阶政策范式

的变化还根本没有出现。克拉克的研究还表明，数字技术在外交部门中引发

的冲突不仅出现在组织行为、外交实践和标准操作程序层面，还出现在外交

部行为和行动的指导政策层面，因此如何将这些不同的理论分析统一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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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理的框架下，并说明应如何识别并化解数字工具给外交组织文化带来的

压力，变得尤为迫切。

以众多组织文化及外交文化的定义框架和概念为基础，埃德加·沙因创

作了影响深远的作品 《组织文化与领导力》，这让许多研究人员开始将文化

视为一个多层次概念，并认识到在解释组织行为和决策时它所具有的重要价

值。本文认为，要解释外交部门采纳数字工具导致的潜在冲突和文化转变，

沙因的模型是最好的理论框架。沙因的作品在组织行为研究领域意义重大。

他批判分析了组织行为以及理论化组织文化的做法。① 沙因认为，在最基本

的层面上，文化是一系列假设和价值观的连贯体系，将不同群体或组织区分

开来，并确定各自的发展方向。因此，组织文化意味着 “一个基本假设———

由一个群体在学会适应外部环境和整合内部体系的过程中发明、发现或是发

展而成———它在实践中运行良好且有效，因此，它被作为正确理解、思考这类

问题的方法传授给了新成员”。② 此外，在组织内部有直接和间接机制。直接机

制的核心包含被认为会直接影响组织模式的示范性行为、重要观点、关键职位

的任命，而间接机制则包括一个组织的使命、正式的指导方针、组织形象、规

定和安排等，它们虽不会直接影响组织文化，但对一个组织有决定性作用。③

在外交部门里，直接机制包括从决定外交官所有行动和动因的一国外交

政策以及大使级外交官的任命和大使的权力范围，到使馆同外交部关系这样

的组织结构。间接机制涵盖的范围以一种与夏普所说的 “小文化”相似的方

式，扮演着更为微妙的角色———从外交官的着装要求，到外交部门内部应当

使用的语言和外交官说话的方式，以及应当如何安排与部内人士或部外人士

的会面，都包括在其中。

这些直接和间接机制在塑造和延续外交文化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

同时，技术的发展也会对这些机制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意味着不断的变

化，还经常带来部门内部的冲突和斗争。当一个组织试图改变其成员的行为

模式时，它必然会遇到 “对变化的阻力”，且这种阻力常常达到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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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步。① 事实上，比起完成工作，组织中的许多部门似乎对与变化作斗争更

感兴趣。沙因指出， “我们有时会惊讶地看到，当领导者在严峻的环境压力

下努力提升组织效率时，组织中的个人和团体将继续以明显低效的方式行

事，而这常常会对组织的存续构成威胁。”② 沙因的组织文化模型见图－１。

图－１　沙因的组织文化模型

我们可以在三个维度上对组织文化进行经验研究，即人工制品、信仰和

价值、基本隐性假设，每一个维度都对应一个独特的文化层，而文化层的作

用主要在于指导组织成员的行动。在第一个维度里，假设一个群体的文化

（如技术、语言、风格、建筑等）对某个体来说是陌生的，那么该个体初次

接触这一群体所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一切就是 “人工制品”。人工制品包

括艾利森所说的标准操作程序，但却不限于此，它还包括可观察到的组织结

构、设施、行动方式和程序。对外交部门来说，这个维度的外交文化则包括

从外交部门选取的工作语言，到其对雇员的着装要求，再到办公场所的风

格。在数字外交的案例里，这一维度则包括用于在线交流的社交媒体平台和

数字通讯本身的特点。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外交文化具有开放性，换言之，其最易受到文化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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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影响，因为外交部门本身也需要不断改进组织的办公工具、资源、工作

方法。而数字技术可能导致冲突的发生。举例来说，外交官们现在不仅需要

把沟通的方式从秘密转向公开，还要使用那些他们不习惯使用的数字工具，

这让可能无法熟练操作这些工具的资深外交官尤为烦恼，所以不可避免地会

使外交部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新的数字产品可能会改变外交部通讯的基本

标准操作程序，并创造出与新的工具更加匹配的直接 （间接）程序制度。如

未将这一转变以适当的方式向外交官们普及，这些新产品将不断导致组织内

部不同程度的冲突。 “如出现了基于不同假设的强大次文化，这个组织内部

出现的冲突可能会削弱其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① 此外，高速发展的数字科

技还给外交部门增加了额外的压力，使得外交部门不得不简化办事过程，让

其文化适应和接纳数字产品的努力变得更加艰难。

“对我们这样的局外人来说，仅仅从人工制品一个维度做出一般性假设

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此的正确解读。”② 所

以我们要继续进行第二维度的文化分析，研究价值、规范和规则的作用，因

为日常问题的解决方案正是在此基础上设计的。虽然它们不像第一维度的人

工制品那么明显，但这些价值由组织规则确定，通常体现在组织理念中，其

主要指导群体成员解决关键问题，并成为组织行为准则传授给新成员。③ 对

外交实践来说，这个维度非常广泛，在外交机构所有制度上都有所体现。在

最基本的层面上，它以外交政策的形式表现出来，以此引导国家利益，并决

定国家将以何种方式实现其利益。夏普指出，外交官们 “都心照不宣地维护

本国的国家利益，因为这是由本国的政治领袖们界定的”。这里对应的外交

文化超越了同事之间的私人感情，而体现了共同完成一项任务的参与感。④

由于这一维度包含了体现在组织公共形象中的价值体系，比如战略、目

标和理念，因此可以认为文化转变影响了数字化时代的外交。对于外交部这

样的组织来说尤为如此，因为外交部门的战略和目标都以盛行的文化信仰、

公众的期望以及他们的自身利益为基础。这种影响与变化的稳定性不同，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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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文化冲突。除去其他因素，可以认为这是领导层导致

的结果———组织的领导者可能就环境传递出矛盾的信息，从而导致不同程度

的文化冲突和组织矛盾。① 在现实政治中，组织的领导者力图在权力下放与

权力集中之间寻求平衡，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组织的运作能力。在外交部

门，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外交部不愿放弃对通讯的控制，也不愿放权给驻

外使馆。尽管外交部控制通讯和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在数字时

代，驻外使馆需要中央放权才能及时行动。

为了避免数字工具颠覆外交部门的价值观、规范和规则，从而导致局面

失控，多国外交部门开始制定和实施关于数字实践、社交媒体的操作行为规

范，它既有严格监管下的线上交流，也有自由度更大的其他形式。瑞士联邦

外交部便确定了驻外使馆可使用某种社交媒体平台的十种情况，包括长期使

用社交媒体来补充传统通讯，以及提升信息质量和进行数据统计。② 英国外

交与联邦事务部似乎不干涉甚至鼓励社交媒体的使用，但是其使用不能 “背

离英国政府的政策或在政治上有所偏向，（不能）损坏部门名声，泄露机密，

参与非法或不正当活动，或违反公务员守则及其他形式的雇用条款”。③ 通过

强调价值与数字产品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点，组织文化分析的第二维度让我

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外交部门新兴的数字文化。

沙因框架的最后一个维度主要与基本假设有关，这些基本假设以一种无

争议的方式对行为进行指导，并教给组织成员理解、思考、感知事物的方

式。其核心内容包括基本假设或无意识的观念以及组织对事物的想法和感

受。这些基本假设塑造了行为规范 （人们应有的行为方式）和组织价值观

（被高度重视的理念）。它们是不断重复并成功测试价值观的结果，并且在一

个群体的特征和身份定位上起到了关键作用。④ 这是一个关键的维度，因为

它使组织成员不自觉地去遵循既定的规则、规范和程序。与霍尔和克拉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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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２４，Ｉｓｓｕｅ　３，１９８７，ｐ．２３６．

Ｓｗｉｓｓ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ＳＦＤＦＡ），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ＦＤＦ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ｗｉｓ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ｂｒｏａｄ，Ｍａｙ　１，２０１３，ｐ．７．

“Ｃｏｎｔｅｘｔ：Ｗｈ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Ｍａｔｔｅｒｓ”，Ｊｕｌｙ　１７，２０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ｕｐｌｏａｄｓ／ｓｙｓｔｅｍ／ｕｐｌｏａｄｓ／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ｄａｔａ／ｆｉｌｅ／４６６９８７／ＦＣＯ＿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Ｐｏｌｉｃｙ．ｐｄｆ．

Ｅｄｇａｒ　Ｈ．Ｓｃｈｅ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３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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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政策变化类似，这一维度关注的是数字外交在外交部门组织文化中可

能引起的更深层次变化。斯图尔特·莫里在考察美国国务院和澳大利亚外交

事务和贸易部之间的数字鸿沟时一针见血地指出， “将外交手段视作关键的

战略资产，而非无用的落后的古董，这样的外交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而乐于

进行技术变革和创新的先例也同样重要。”① 因此，将数字技术视作对外交的

威胁还是机遇，这个维度的不同文化背景将对外交部门的看法产生重要

影响。

如果 “文化作为一系列基本假设，帮我们决定了需要关注什么、事物有

何含义、对身边发生之事该有怎样的反应、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

动”，② 那么挑战这些基本假设的产品和价值观必然会遭遇巨大阻力。比如，

假设我们以过去的经验和知识为基础，那么外交从根本上说是一门 “艺术”。

又如，在卡里埃尔看来，外交就是在 “知识、远见和敏捷的行动”的基础

上，通过不断的实践，经过发展和磨砺而形成的特别技能，③ 那么，数字外

交的技术基础和数据导向的特性不仅毫无意义，更是对外交事业的严重威

胁。但如果我们和乔治·凯南一样将外交视作一种 “科学”，即在 “科学分

析和创想”的基础上，“影响本国与他国政府或个人间的交流”的脑力活动，

那么，数字外交则应受到欢迎，同时应被看作是外交部门组织文化的延伸，

这与之前的看法截然不同。

上述三个维度对分析外交文化及其本身对数字工具的适应很有价值，如

果要将外交部门的组织行为理论化，我们应当整合这三个维度。这将不会遗

漏外交部门组织文化的任何一个方面，并且充分考虑数字工具造成的所有影

响。从共同使用的产品 （第一维度），到共同遵守的价值观、规则和规范

（第二维度），再到共同的基础假设 （第三维度），它们凸显了选取分析方法

的不易和组织行为方式改变的复杂性。④ 由于数字工具可能影响外交部门的

结构和运作方式，所以我们必须全面考虑问题，并应充分运用多维框架来分

９１

①

②

③

④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ｕｒｒａｙ，“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ｏｔ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ｐ．１２９．

Ｅｄｇａｒ　Ｈ．Ｓｃｈｅ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３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３２．
Ｇ．Ｒ．Ｂｅｒｒｉｄｇｅ，ｅｔ　ａｌ．，ｅｄ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　ｔｏ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１，ｐ．１１７．
Ｅｄｇａｒ　Ｈ．Ｓｃｈｅ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３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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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文化冲突产生的条件。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将三个维度转化为一个展现

和评估数字工具引起的潜在文化冲突的分析模板，下方的评估矩阵实现了这

点，并能让我们研究数字工具给外交部门组织文化带来的挑战有多大。具体

见图－２。

数字文化
外交部门的反应

正面 中性 负面

产品 （数字工具）：

　—中国：微信，微博
　—西方：推 特，脸 书，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ＹｏｕＴｕｂｅ，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信仰和价值：

　—透明度
　—权力下放
　—非正式性
　—交互性
　—实时管控

基本假设：

　—科技能解决所有问题
　—不断的创新是成功的动力
　—无等级的环境有利于创新
　—一般来说冒险是有利的

图－２　数字文化适应的评估矩阵

　　评估矩阵涵盖了三个维度上数字外交文化的主要特征：外交部门对数字

平台的接受程度 （产品），对透明度、权力下放、非正式性、交互性以及实

时管控的支持程度 （信仰和价值），以及对现代外交官新的期望 （基本假

设）。这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支持使用数字平台，但外交部内部抵

制数字理念及其基本前提，这意味着外交部门内新兴数字文化的萌发。在这

种情况下，数字外交是可能促进外交政策目标实现的工具，但这尚未得到充

分证实。第二，对数字平台、规范及其实际运用的认可意味着先进数字文化

的出现，这是数字活动被视为推进外交政策议程的必要条件，但对其适用范

围的疑虑依然存在。第三，外交部门对三个维度都支持意味着成熟数字文化

的出现，即在外交部门所有机构 （包括驻外使馆）中，数字化运作都成为主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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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方式。相比之下，当外交部门对三个层面的数字环境持负面态度时，数字

化工具则会带来外交部内部文化更激烈的冲突。

四、数字文化的发展与美国外交的转型

对不同国家数字文化发展状况的评估既重要又非常复杂。长期以来，欧

美国家在发展数字外交方面走在前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与技术水平有

关，也是观念创新所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科学技术的变化往往伴随着社

会、政治及经济的深刻变化，也改变着外交的形态。１９９６年，美国公共外交

咨询委员会 （Ｕ．Ｓ．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发布的题为

《信息时代的新外交》报告，就已经将 “信息革命和海外公众不断增长的权

力”视为 “新外交的基础”。然而，当时美国国务院对于科学技术进步以及

电子设备的使用并未予以特别关注，在１９９８年公布的 “国际事务战略计划”

中，仅仅 “陈词滥调地提到了数字化时代电子技术对国际事务形式和内容的

影响”。①

然而，在９０年代 “虚拟外交”这一术语开始被广泛应用，反映出后冷战

时代对外交机构的要求在不断增加。这个新环境 （其次是在２００７年后由全

球经济危机造成的资源短缺）部分催化了寻找更具成本效益的代表性外交模

式的需求以及替代传统大使馆的尝试。

在小布什政府时期，外交与数字化的结合开始加快。 “９·１１”事件以

后，时任国务卿鲍威尔开始推动成立数字外交工作组，② 之后这一工作组改

名为 “数字外交办公室”，隶属于国务院的知识管理领导官员。但是这一办

公室规模相当有限，直到２００９年，一直只有６个人。时任国务卿赖斯从

２００６年开始推动 “转型外交”，让 “美国外交官拥有最尖端的技术可以即时

１２

①

②

Ｗｉｌｓｏｎ　Ｐ．Ｄｉｚａｒｄ，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Ｕ．Ｓ．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Ｐｒａｅｇｅｒ，
２００１，ｐ．３６．

美国国务院倾向于用 “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而不是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有学者将其翻译为 “电子外
交”。本文统一使用 “数字外交”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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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推动和奖励创新”成为转型重要的组成部分。① 在福格斯·汉森看来，

美国国务院 “数字外交”的重点就是 “互联网和新信息以及交流技术的使用

以帮助实现外交目标”。②

与赖斯相比，希拉里·克林顿更是数字外交的忠实拥趸，她将数字外交

称为 “２１世纪治国之道”。③ 这是为了在传统外交基础之上应对２１世纪网络

化、科学技术及人口的变化。希拉里非常鼓励国务院工作人员运用脸书和推

特与驻在国民众进行沟通，推广美国外交政策。可以说，她推动的数字外交

直接改变了外交官的交流方式。④ 希拉里自己也身体力行，加强与各国民众

之间的直接交流，通过对１１２个国家的访问改变了很多国家对美国的印象。

“作为以软实力著称的国务卿，在离任之后，世界会记住她作为第一外交官

这一任期内的努力。”⑤

希拉里的继任者克里在推动美国国务院数字文化发展方面也功不可没。

他在国务院的博客上 （ＤｉｐＮｏｔｅ）简明扼要地指出：“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改

变。在社交媒体上，你对一个人说话，一千人可以听得见。所以，如果不能

使用复杂的科技手段推进外交目标、在人与人之间搭建桥梁、让各国民众在

家中就可以交流，就不会再被认为是有效的外交手段了。把它称作 ‘数字化

外交’是多余的———就这个时代而言，它就是外交本身。”⑥ 在克里担任国务

卿期间，美国国务院开始越来越诉诸数据本身和数据分析技术在外交活动中

的作用。２０１４年９月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专门发布了题为 《数据驱动型

２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ｏｎｄｏｌｅｅｚｚａ　Ｒｉｃ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８，２００６，ｈｔｔｐｓ：／／２００１—２００９．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ｒｍ／２００６／５９３０６．ｈｔｍ．

Ｆｅｒｇｕｓ　Ｈａｎｓｏｎ，“Ｂａｋｅｄ　ｉｎ　ａｎｄ　Ｗｉｒｅｄ：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３０，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５，２０１２，ｐ．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ｗｐ－
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１６／０６／ｂａｋｅｄ－ｉｎ－ｈａｎｓｏｎｆ－５．ｐｄｆ．

Ｈｉｌｌａｒｙ　Ｃｌｉｎｔｏｎ，“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　Ｃｌｕｂ”，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５，２０１０，ｈｔｔｐｓ：／／２００９－２０１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２００９２０１３ｃｌｉｎｔｏｎ／ｒｍ／２０１０／１０／１４９５４２．ｈｔｍ．
希拉里卸任之后，美国国务院的这一倡议还在继续推行，参见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ｈｔｔｐｓ：／／２００９－２０１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Ｎｅｉｌ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ａｎｄ　Ｋｒｉｓｔｉｎａ　Ｂｅｋｅｎｏｖａ，“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Ｙｏｕｒ　Ｆｉｎｇｅｒｔｉｐｓ”，Ｐｌａｃｅ
Ｂｒ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２０１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ｉｒｓｈ，“Ｔｈｅ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Ｌｅｇａｃｙ：Ｈｏｗ　Ｗｉｌ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Ｊｕｄｇｅ　ｔｈｅ　Ｓｏｆｔ－Ｐｏｗｅｒ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ａｙ／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ｐ．９１．

Ｊｏｈｎ　Ｋｅｒｒｙ，“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Ｏｕ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ＤｉｐＮｏｔｅ，Ｍａｙ　６，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２００７－２０１７－ｂｌｏｇｓ．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ｓｔｏｒｉｅｓ／２０１３／０５／０６／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ａｄａｐｔｉｎｇ－ｏｕｒ－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ｅｎｇａｇｅｍｅ
ｎｔ．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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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外交》的评估报告。① 从 “数字外交”走向 “数据外交”，并不仅仅表现

为两种技术变革对现代外交的简单介入，更表现为现代外交理念正在新技术

驱动下从传统经验模式走向数据感知模式，并最终走向两种模式的共存与相

互补充。②

以数字化驱动的外交转型在美国外交官中也产生了很多共鸣。美国前驻

北约大使科特·沃尔克 （Ｋｕｒｔ　Ｖｏｌｋｅｒ）认为，外交必须走向数字化。他指

出：“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方面，我们都在利用技术来获得更多信息，加快我

们的活动，赋予我们更广的影响力和更高的效率。”在外交方面，更应该多

加注意。“驻外大使和外交官需要意识到数字技术不只是用来在推特发布一

些正面的照片，而是把它当作在数字主导领域中完成核心任务的重要工具。”

而面临的挑战将是深化和丰富这些工作，充分利用新兴的工具，为那些在全

球外交舞台上的人提供支持。③ 强调外交与科技发展的紧密结合，已经成为

美国国务院数字文化的鲜明体现。从２０１７年开始，伴随着区块链的兴起，

美国国务院专门召开相关研讨会，希望将这项技术尽快运用到外交工作中

来，以提高外交的效率和有效性。④

可以说，数字外交已经成为美国与国际社会沟通的重要方式。作为数字

外交运用最为广泛、相关理论和实践体系最完善的国家，美国的外交文化随

着数字化的发展已经明显改变。如果用数字文化适应的评估矩阵来加以衡

量，可以看出美国外交已经基本培育了先进的数字文化，并且正向成熟的数

字文化转变。

首先，数字工具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机构不可或缺的战略手段。希拉里在

《２１世纪治国术》的演讲中就专门提到，“支持国务院使用社交媒体同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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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众交流”。① 根据统计，美国国务院注册了超过２０００个官方的社交媒体

账户，主要设在推特和脸谱上，很多驻外大使馆、领事馆和其他外交机构也

设立了数字外交顾问的职务。到２０１８年初，有超过８９００万关注者。② 这些

数字工具主要用于领事保护，特别是危机沟通。美国国务院还会不定期由外

交服务局组织培训，就相关的数字平台维护和使用进行通报，同时，其内部

还专门成立了 “社交媒体枢纽”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Ｈｕｂ）机制，供美国国内涉外

机构和驻外使领馆之间交流经验。尽管还存在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但是对

于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美国国务院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已经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③

根据 “数字外交评论”网站的最新排序，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与联邦

事务部、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在国际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分列２０１７年

数字外交使用情况的前三位。特别是美国国务院，在数字外交的排序上从

２０１６年的第三位上升到了第一位，其数字工具的使用和效果也最为突出。④

这和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门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然与他们富有创新精神的数字

文化分不开。

其次，围绕数字化的外交规范和价值取向在美国外交机构中逐渐形成。

奥巴马时期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项目协调员梅肯 ·菲利普斯 （Ｍａｃｏｎ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强调，美国数字外交有三根支柱：一是交流，二是透明度，三是参

与。⑤ 美国国务院的目标是确保白宫和总统能够利用新科技进行交流，建立

对人民负责的开放型政府，并通过新媒体倾听民众的呼声，为此，美国国务

院还建立了以 “我—人民”命名的请愿系统，使与民众 “线上交流”常

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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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数字文化带来的权力下放，美国外交机构中不少专家表示认同。希

拉里数字外交团队中的核心人物、创新问题高级顾问阿莱克斯·罗斯就表示

明确反对传统外交中的等级化。 “对于国家的外交利益来说，外交机构传统

的等级系统非常糟糕。因此，技术创新正好可以考验数个世纪以来外交的过

度等级制。”① 而美国国务院另一位重要的数字战略设计者安妮·玛利亚·斯

劳特也强调，技术推动了各国社会和经济秩序从等级化向网络化转变，美国

政府需要在数字时代制定新的大战略。② 在实践中，美国驻外使领馆在数字

化工具使用上有很大的主导权和自由度，这导致外交使团的独立性有所提

升，这些外交使团正在成为日趋重要的去中心化的内部外交网络的一部分。

面对数字文化带来的信息实时管控，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外交中的调适速

度很快。美国国务院和其他政府部门的转变是非常让人震惊的。他们将公众

参与视为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社交媒体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清晰路径。当

然，对于美国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领域，从组织文化的角度来

看还比较 “激进”，③ 因此还需要信心和耐心。

再次，外交数字化的边界和局限在外交实践中开始显现。尽管美国外交

数字化的理念和实践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但是对于 “科技决定论”的怀

疑及持有批判主义观点的人不在少数。究竟是何种因素催生了此轮外交转

型？外交数字化是不是 “新瓶装旧酒”？独立外交官凯恩·罗斯就批评 “科

技并没有影响外交的基本状况”，“国家的缓慢衰落才是根本”。④ 同时他也承

认，国家的权力下放、主权的衰落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崛起，这些要素要比数

字外交重要得多。

对很多政府技术官僚来说，科学技术和创新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外交发

展的全部。“移动科技并不是外交的未来，而是在外交工具箱中重要性不断

上升的重要工具。”⑤ 美国国务院的数字外交项目介绍就开宗明义， “外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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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与驻在国的互动仍然是美国外交工作的核心”。① 数字工具的使用在国务院

更多仍属于公共外交的范畴，其功能性在不断扩大，但是离形成真正成熟的

数字文化相距甚远。

同时，数字工具带来的负面效果也开始引起重视。社交媒体是否真的提

升了外交质量或有助于解决外交困境？美国前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斗胆

与穆兄会保持接触，遭到了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严厉批评，尽管她卓越地

完成了外交官应该完成的任务。 “这就是美国外交官的尴尬。尽管承认 ‘数

字外交’的作用，但是这种传统的私下交流仍然是现代外交的核心和灵

魂。”② 还有就是特朗普对 “推特外交”的极致运用，直接暴露了数字化外交

危险的一面，对正在形成的数字文化敲响了警钟。

结　　语

近年来外交机构对于数字化工具的使用引发了关于外交转型的激烈讨

论，究竟这是对传统外交的补充和超越，还是从根本上挑战了外交的 “基

因”？本文试图从外交数字文化发展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特别是结

合埃德加·沙因的组织行为理论建立了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外交机构的组

织文化由人工制品、信仰和价值、基本隐性假设三个层次组成，分别反映了

外交工作中的产品、规范和理所当然的信念。数字时代外交在这三个层面都

面临新的环境，受到了更大的挑战，需要创立更加成熟的数字文化加以适

应，且数字文化的发展程度将直接决定数字外交活动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通过美国的案例可以看出，数字化引领了美国外交的新一轮转型。从组

织文化来看，美国国务院开始逐渐适应数字化带来的挑战，从结构、流程到

理念诸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然也暴露出外交数字化的负面影响。由

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对印度、俄罗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

外交数字化进行评估，尽管他们不如美国那样成熟，但是这些国家的数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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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也日趋活跃，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国内政治的比较研究及其与外交数

字化的因果联系已经成为学界开始关注的焦点。① 同时，如何用数字文化适

用性的评估矩阵对更多国家进行案例分析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

本文强调外交数字化的重要性，但并无意落入 “数字决定论”的窠臼。

显而易见，即便是数字外交开展最为成熟的美国，其外交的本质并没有根本

转变。外交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观察、分析、报告，然后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

目的采取进一步行动。近年来由于美俄交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

斯进行 “数字遏制”就是最好的注脚。② 面对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关于叙利

亚的言论，克林姆林宫更是直言不讳，“我们从来不进行推特外交。”从这个

意义上讲，尽管未来外交机构不遵循数字化规律、不发展数字文化将越来越

难生存下去，但是只有在传统和新兴、虚拟和现实、技术和理念之间实现平

衡，才能真正掌握 “２１世纪治国方略”。

（责任编辑：吴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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